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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of ghost tal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is about discontinui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radically new phenomena on 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 Its inclusion truly takes any 
cohesive concept of the volume out of reach.

Moreover, the main substance of some of the contributions (by Shang, McMahon, 
and Des Forges) has previously been published elsewhere, and there is considerable 
overlap between two of the articles: both Wai-yee Li and Judith Zeitlin extensively treat 
the storied heroine Lin Siniang 林四娘. In retaining both of these treatments, the editors 
might better have placed Zeitlin’s first, since she gives greater historical and bibli- 
ographical background on the Lin Siniang phenomenon than does Li, with her different 
thematic agenda. In sum, one might have hoped for tighter editorial control.

Yet one cannot but admire the energetic purview, challenging discernment of 
problematics, and keen sense of quality and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Wang and Shang. If one 
is to be faulted for something, then over-enthusiasm is far from the worst. I, for one, am 
glad to own this stout volume of wonderful articles that they have been brought forth, and 
I expect that many others will be grateful to them also.

Lynn Struve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By John E. 
Herma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x + 
344. $49.50/£31.95.

明中葉以降中國西南地區（四川、雲南和貴州）邊土的開發和當地少數民族逐漸漢化，特
別是清雍正（1723–1735）年間改土歸流政策大規模地落實，川、雲、貴地區也隨著中央
勢力不斷滲透及漢族移民源源湧入，而與中國本部一體化。除了至為偏遠的高原及人跡
罕至的河谷外，中國國家的軍事、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制度牢固控制著西南。凡此幾
已成為中國史學者的共識。作者指出，過去西方學界對漢族南進，將妨礙他們前進的外
族及外族文化淹沒的基礎因素，大多以五十餘年前 Harold Wiens 書中所提出的論點為
據。1 Wiens 認為漢移民因推力及拉力（戰亂、天災、苛政、經濟機遇）互動，從中原邁
進尚待開發的南疆，可分為四個歷史階段：西晉、東晉、宋代和十八世紀；在中國的悠
長歷史中，國家在這一過程僅起次要作用。Wiens 並沒有將南疆土著視為歷史敘事不可
或缺的組成部份；在他筆下，他們似被動地等待被優越的中國文化征服及同化。作者表
示，Wiens 對中國向南擴張的解釋，不過是據分類過的中國片斷歷史文獻證據拼湊而成
的記錄，只是眾多解釋中可能的一種。至於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咸以馬克思─

1 Herold J. Wiens, 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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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根理論為科學及普世範例，對西南土著民族的研究，以歷史發展五階段模式（原
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為根據，並非以歷時方式探究，而是為目的論
所覊絆，藉以暴露少數民族歷史的停滯不前及奴隸社會的暴虐面貌。作者認為儘管這兩
派論點不盡相同，但無獨有偶，俱為以中國為中心的「霸權化歷史」範例。

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逐漸放鬆意識型態控制； 
彝、漢學者開始在西南各地組織研究學會，藉以蒐集、翻譯及出版彝族的歷史記 
載。為了培訓新一代的學人進行研究工作，他們全力以赴，將彝族語言、彝族研究規劃
納入幾所西南大學的課程。過去二十多年間近百冊的彝族歷史文本相繼刊行；專門刊布
彝族史論文的期刊，數目增達十倍。基於這一背景，作者認為對以中國為中心的範例，
描述彝族和中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以及漢族向西南邊疆擴張的歷史，加以反思，實有
其必要。

十三世紀初，西南地區由一批饒具多樣性文化的政治實體所統治，大多局促一隅，
此起彼伏；但有時幾個特大的王國，管治其各自的領土歷時達數個世紀。可是到十八世
紀中葉，所有這些實體，無論大小，幾完全消失，很多地區文化也相繼滅絕。作者在導
論中指出，本書目的厥為：（一）檢視 1200 至 1700 年約五百年間，中華帝國元、明、清
三朝如何征服、拓殖西南，並控制當地主權；（二）顯示明代對西南拓殖具有哪些侵略性
及擴張性；（三）突顯土著對中國向西南拓殖的反應；「儒家教化使命」的觀念必須與整個
拓殖規劃的現實相比較。全書圍繞著兩個相關的論述加以組織。第一個論述聚焦於征服
及拓殖西南邊疆的中華帝國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並就國家對西南整體（川、雲、貴）的政
策，以貴州為重點，提出廣角觀點；第二個論述是取資近日出版的彝族歷史文獻，說明
西南彝族（主要是居於黔西及滇東的東彝）歷史，檢視慕俄格王國（約 300–1283）如何控
制今日貴州省大量領土近千年之久，如何始終不懈，對近五世紀漢族拓殖其故土作有力
回應。

導論而外，全書共分六章，最後是結論。第一章將慕俄格王國的源流勾勒出來，追
溯數個世紀中其向東擴展至水西的歷史，並討論王國首領在八至九世紀，如何在唐、南
詔戰爭中左右逢源，將其控制權擴至今日貴州的大量領土。第二章檢視蒙古對中國西南
邊疆的征服，以及蒙古人將這地區的土著納入蒙元帝國所採用的政策。儘管蒙古人在西
南為時短暫，但其建樹倒成為明代拓殖規劃的基礎。第三章描畫元、明過渡時期，慕俄
格地區的政治經濟，並觀察從 1368 年明皇朝肇建至 1413 年貴州建省約五十年間這一時
段，明政府積極擴展至西南的背後動機及擴張對當地彝族的衝擊。第四章明政府緊接着
征服西南後，如何將元朝所定的多項方向扭轉，將邊疆的職官、官銜與中國本部的再作
區別，將宣撫司、宣撫使、安撫使、招討使與獨特的土官官職緊密聯繫在一起，形成一
群外於一般官僚的邊疆職官 —土司。章中剖析明政府先利用土司官職對西南領土併吞
及拓殖，隨後又以之作為其改土歸流統治過渡的助力。土著對明政府在西南進行的戰役
的反應，表明他們對漢人頗有敵意，而將土著納入明代社會的機制明顯闕如。水西彝族
對明國家及漢族社會不斷闖進貴州的反應，是第五章的核心。章中聚焦於擴張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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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對貴州水西彝族的影響程度；當地統治菁英的頭面人物利用新政治經濟機遇，
藉以恢復政治及軍事的權力。到十六世紀末，不論是漢人或土著，都將水西視為貴州經
濟最先進的地區。一方面，這激起了冀望將水西納入省行政系統，以保仕途暢順的官員
的垂涎；另一方面，彝族菁英藉著挑戰在貴州的明政府的威權，再次伸張其政治正當
性，從而以 1621–1629 年幾乎將明政權完全逐出西南的奢安起事告終。明朝雖聲稱勝
利，但已疲憊衰竭，無法如過去那樣管治這一地區。至於水西彝族菁英雖再度獲授土司
官銜，代明政府管治當地，但已難具任何政治正當性，接踵而至的是，出現了一批領土
不相連屬的較小的彝族領地。最後一章中，作者檢視明、清過渡在西南的影響，特別是
其間的改變如何影響及於水西彝族。就西南來說，明、清過渡的衝擊遠比元、明過渡猛
烈。摧毁南明永曆政權後，吳三桂打算利用西南，特別是水西的財富，轉變為鞏固實力
的基地，挑戰清政府的霸權。他對這一地區軍事及政治的佔領，終結了慕俄格後裔的阿
哲家族在水西的統治。三藩之亂平定後，清康熙皇帝即著手開展最後一階段的中國長期
對西南拓殖。

過去有關西南拓殖的中外論著，因中國歷史記載較為豐富，而非漢族的文獻相對缺
乏，絕大多數採取單向取徑，所提出的都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彷彿當地土著民族對
漢族領土擴張中的抵抗，只是象徵性及微不足道的；推進並支持歷史前進的動力全來自
中國方面。中國對西南疆界拓殖的動機既是崇高，也是正當合理；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及

「現代性」，為少數民族所信服。西南地區完全漢化實無可置疑。書中作者另闢蹊徑，以
雙向的取徑，對貴州土著民族抱以同情的理解，指出中國，特別是明代，對西南的擴
張，本質上只是「國家所發動的連續不斷的暴力運動」及軍事併吞。總而言之，明代對西
南的拓殖並非「文明開化使命」，那不過是在辭令上提供道德正當的理由的手段而已。本
書以長時段觀點，利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所刊行的一批彝族歷史文本，以三世紀從雲
南東北部移居於黔西北水西地區的東彝，以及其所建立，以水西為中心，統治今日貴州
廣大地區的慕俄格王國及其後裔阿哲家族為焦點，勾勒其歷史和政治、社會經濟制度，
並突顯其對中國拓殖西南的反應，指出這些土著並非只是漢族擴張中的被動受害者；直
至十七世紀末三藩之亂以後，向中國統治挑戰的彝族領袖才消聲匿跡。

同類研究多認為西南邊疆要到十八世紀才正式納入中國，而征服及併吞最為積極的
階段出現於清雍正朝。本書向成說挑戰，從元、明時期中國對西南的擴張切入，以國家
作為中心，從新角度剖析問題。作者指出，元代以前中國政府既無力，也沒想像過擁有
西南領土主權。中國只是當地幾個互爭雄長的政治勢力之一，無法落實長期的軍事存
在，對土著的影響無足輕重。蒙元征服大理及南宋後，永久地改變了中國與西南的關
係。蒙古人為控制西南，消滅與其相競逐的勢力，慕俄格的隔絕為之打破。1283 年蒙元
將之征服，那是當日中國境內最後臣服於蒙元統治之地。至於蒙元和西南居民之間的關
係，可以這樣說：它追求的是控制人民，而非領土；其官員首先關心的是爭取治下地方
菁英效忠，企圖通過他們掌控領土。蒙古人在西南的革新是以象徵與蒙元大汗具有特殊
協商的主從關係的土司等堂皇官銜授給邊疆土著菁英。儘管蒙元實施管轄權者是主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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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領土關係，但其征服西南，特別是 1274 年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的設立，具有改變中
國人對西南疆界認知的心理影響：中國政治菁英不再認為西南全然是中國影響所不及的
遙遠異域；西南是中國一部份，儘管是外來的部份。

全書逾半篇幅涵蓋明代對西南的征服及拓殖，可見這是全書重心所在，藉著檢視明
代對西南的拓殖，書中對明代的邊疆政策作新闡釋。作者指出，明代的軍事優勢雖能征
服西南，但籌措對這經濟落後的地區作持久的軍事及行政控制的費用過高，故以具有影
響力的土著領袖出任土司官職，間接管治當地少數民族，對明政府來說，更為切實可
行。但和元代相較，其在明代官僚政治中的高度及地位已被邊緣化。土司繼承規則方
面，明代官員也較諸前代行使更大的權力及控制。更為重要的是，明代土司官職愈益等
同於領土而非私人關係。書中對土司如何從協商的管轄主權（主—從關係）過渡到領土
主權（主—從—領土關係）這一關鍵性轉變，剖析尤為精到。作者敏銳地觀察到：「中國
在西南從『非正式帝國』過渡到『正式帝國』，很大程度上是以元代制度上所引進的革新
為基礎，而為明、清所採用，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土司官職。」（頁 12）他強調明代對西
南的政策，目標一致：軍事征服及殖民。明史學者咸認為自 1449 年土木之變後，明代邊
疆政策從進攻轉移到著重以築城為特色的防禦性態勢。他指出明代的北疆規劃，因土木
事變後形勢所迫，確是如此，但在西南則大相逕庭，積極及大規模的拓殖持續未減。隨
著大量軍民從中國本部進入西南拓殖，到十六世紀中葉，傍靠著很多設於十四世紀八、
九十年代的衛所的大商業中心如普安、安順及安莊等脫穎而出，在規模及人口方面都足
與省會貴陽相比肩。以 1382 年設衛所的普安為例，因作為聯繫川、雲、貴的主要交通中
心，加上附近的大量林地、礦藏，吸引遠在山東、山西及陝西的移民前來。1555 年當地
的登記人口近四萬人（相較下，居於貴陽的人口僅約三萬）。十六世紀後半，值得注意的
是軍民人口數的消長；1555–1597 年間貴州民數增加 27.8%，同期軍戶口數減少了
29.5%。職是之故，十八世紀二、三十年代雲貴總督鄂爾泰在西南積極開展改土歸流的
措施，應被視為中國對西南拓殖的結束，而非開始。

作者認為十六世紀期間明對西南的拓殖，範圍擴大，進度加速的結果，奴隸對貴州
水西彝族社會經濟活力的重要性增加，成為勞動力的重要來源。水西彝族社會「只在西
南經濟處於明代殖民主義重壓下，才與奴隸社會相類似」（頁 8）。遺憾的是，對這重要
命題，作者僅在導論點出，未見在書中再作發揮申論。

對於明代對西南的擴張，作者力言將土著民族同化融合於漢文化，極為困難，蓋明
政府並不願意排除用來保護漢族在邊疆上的優勢的制度障礙。漢化進程的成敗可以此為
指標。即便到十六世紀漢移民大量進入，暴力程度不減反增。管見認為漢族在貴州日益
發展，對彝族的影響，並非單純負面。書中已提及十五世紀初畜牧業仍是水西地區最重
要的經濟活動，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還是刀耕火耨。十六世紀以降，當地彝族領袖利用
漢移民引進的農作物生產新法增加農產量；到十六世紀中葉，產生溢於水西地區以外的
漣漪效應。沿著水西外圍一個邊境市場網絡迅速湧現，將水西經濟與四周漢人居留地充
分相結合。彝族領袖並以明士人官宦任官，幫助管理軍政事務。對於漢人進入水西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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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的影響，書中語焉不詳，茲在此稍作補充。隨著明政治力的滲透日深，土司政權亟
須通曉漢文，熟悉內地禮儀的人才與明政府打交道；不少漢族士人亦樂於為其效勞，以
求更多的發展空間。這些人一般被稱為「漢目」、「漢把」；當中一小部份人甚至在土司政
權中位居要津，權傾一時，甚至為土司在北京營造政治關係網絡。2 明代貴州漢、彝關
係，或不宜純從衝突著眼。如果說清代邊政，因時空不同而異，明代情況亦然，不應以
偏概全。

本書所引用的原始史料及近人成果，大致相當完整充實。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忽略了
溫春來的論文（見注 2），該文內容雖較偏重於清代，卻是近年引用漢、彝原始文獻檔案
最為豐富、探討最具深度的論著。令人費解的是，對於平定明末播州亂事的要角李化
龍，書中僅引用其兩篇收於《貴州通志》（1741 年）卷三十四中的兩篇奏疏（〈播地善後事
宜疏〉及〈平播全書〉〔實為〈平播疏〉之誤〕），卻漠視其所撰、且成書於 1601 年前後的

《平播全書》（共十五卷）。
對書中一些打印錯誤及可資商榷者，僅就其犖犖大者，提出供作者斟酌如下：
正文部份，頁 234，行 14，This was certainly the case in the Southeast，Southeast 疑

為 Southwest 之誤。注釋部份，頁 260，注 44，行 6，Li Shimin (Song Taizong) Song 當
為Tang之誤。引用書目部份，頁 303，行 6，Cai Guanluo 蔡冠洛, ed. Qing shi liezhuan 清
史列傳，疑為張冠李戴；蔡所編撰者為《清代七百名人傳》 （1936 年序）；《清史列傳》的
史源大致有三：原國史館纂修的大臣列傳稿本、《滿漢名臣傳》及《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不著撰人，無序跋，分門別類，依時間先後編排；頁 304，行 15，Chen Yuan 陳袁，當
為陳垣之誤；同頁，倒數行 1，Shengren zu huangdi shilu 聖仁祖皇帝實錄，當為 Shengzu 
ren huangdi shilu 聖祖仁皇帝實錄之誤；頁 307，行 21，Feng Hanyi 馮漢驛，應作 Feng 
Hanji 馮漢驥；頁 309，行 13，Guiyang fuzhou 貴陽府志，fuzhou 疑為 fuzhi 之誤；頁
326，行 29，徐贊鍞，唐代滇越通道考，該文作者實為 Yan Gengwang 嚴耕望。最離譜的
當推頁 328，行 23，Zhou Hongmo 周洪謀. Zhishi yuwen 知識語文，作者實為 Chen 
Hongmo 陳洪謨，書名應作治世餘聞。

其他較少的相類錯誤所在多有，無法一一列示。
大致上，作者已成功達到他在導論中揭示的三個目標。本書雖為一微觀的長時段個

案研究，但作者能從大處著眼，發揮更深的含義。近二十多年來，中外學界對中國邊疆
移民社會的族群關係，以漢化為核心，從正反方面展開熱烈討論。本書是對漢化論挑戰
的力作，當會在這場學術論戰中，引發出更多有意義的對話，擦出更熾熱的火花。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 詳見溫春來：〈改土歸流與地方社會權力結構的演變——以貴州西北部地區為例〉，《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 2 分（2005 年），頁 3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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